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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科技政策体系分析

当前，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，拟在中美间建立一种以

科技为核心的新型大国竞争范式。中美两国的这场世纪竞争，不仅

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制定能力，更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执行能力。

一、美科技政策决策咨询体系基本构成

美国科技政策决策体系遵循《美国宪法》规定的三权分立体制，

分为行政系统和立法系统，两个系统分工协作。美国总统掌握行政

权力，拥有国家科技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。国会拥有立法权

力，科技立法草案、科技决策机构设置、重要科技官员任命以及科

技预算等都需要通过国会参、众两院审议和批准。

美国行政系统科技体制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 60 年代，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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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机构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（NSTC）、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

（OSTP）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（PCAST）。此外，有 6 个主要部

门和机构组成资助体系：国防部、国立卫生研究院、国家宇航局、

能源部、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。

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（NSTC）具有内阁地位，为总统服务，跨

行政部门协调科学技术政策的决策，确保总统目标的贯彻和执行。

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（OSTP）就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所有事项

向总统和总统办公厅提供建议；与联邦政府各部门和机构以及国会

合作制定科技政策，帮助联邦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机构落实总统承诺

及优先领域。2021年，拜登任命生物学家埃里克·兰德（Eric Lander）

为 OSTP 主任，并兼任首席技术官。2022 年 2 月，兰德辞职，迄今

首席技术官仍处于空缺中。

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（PCAST）成员由总统任命，多是“在科

学、技术和创新方面有不同见解和专长的非政府成员”，主要负责

“涉及科学、技术和创新的政策事项”，并就涉及科技事项向总统

提供咨询意见。报告和信函是 PCAST 为总统提供建议的官方机制，

通常由小组撰写，并由 PCAST 整体批准。自老布什政府以来，PCAST

职责还包括两个不同的法定咨询小组职能。2004 年，PCAST 被指定

为国家纳米技术顾问小组,审查国家纳米技术倡议,并向总统和

NSTC 提出建议。2005 年，PCAST 被指示承担总统创新和技术咨询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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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职责。拜登政府 PCAST 共有 30 位成员，是来自于天体物理学

和农业、生物化学和计算机工程、生态学、免疫学和纳米技术、神

经科学、网络安全、国家安全等领域专家，其中包括 20 位美国国

家学院成员、5 位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、2位前总统内阁大臣和 2

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。

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是美国独立联邦机构，是美国最

重要的科学决策机构之一，它的中长期科学研究投资方向将影响全

球科学发展。在数学、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许多领域，NSF 是

联邦政府支持资金拨付的重要渠道。2022 财年，NSF 年度预算 88

亿美元，提供资金约占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支持资金的 25%。

经过长时间运行积累，美科技政策体系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运行

规则。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归总统管辖，同时又与国会联系紧密，一

方面受国会监督和制约，另一方面，国会也给予行政部门一定立法

权的委托。行政部门关键职位在执行法律过程中也有相当大的自主

裁量权。因此，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，行政官员往往被视为联接

国会和资本的关键纽带。业界将其总结为一种美国政治的“铁三角”

决策模式，即由国会委员会或者小组委员会、行政部门相关管理机

构的职业官僚和相关利益集团组成三方决策集团。

二、近年对组织机构的调整

近年来，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加强对科技发展的重视，并对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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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体系构建进行深刻而低调的调整，优化关键机构，促进其战略执

行。

一是创设新职位。2009 年，时任总统奥巴马创设首席技术官职

位，并任命维吉尼亚州的技术部长阿尼什·乔普拉为首任官员，同

时领导 OSTP。此举被分析人士称为美国政府本世纪最好的创新之

一，充分彰显了科技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。2021 年，

拜登上任后再次创新，将首席技术官地位提升至内阁级别。此外，

2021 年，拜登政府还首设了国家网络总监职位，统筹美国数字防御

战略的制订和落实。

二是聚焦新问题增设新政府机构。国务院增设下属新机构“网

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”（CDP），帮助“解决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外

交问题”，并确保将价值观“纳入美国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，推进

能持续支撑美国价值观的数字技术愿景”。2022 年 6 月，拜登提名

内特·菲克（Nate Fick）为大使，领导 CDP。据悉，菲克履历中有

网络安全公司、新美国安全中心从业经历，对北约战备、印太外交

都有涉猎。该机构和人员设置充分突出了拜登政府推进网络空间外

交的政策取向。

在 2022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，拜登正式宣布投入 10亿美元用

于创建新机构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（ARPA-H）。2022 年 5月底，卫

生与公众服务部（HHS）宣布正式启动 ARPA-H，由马里兰大学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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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安全应用研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Adam H.Russell 担任代理副主

任。ARPA-H 作为 NIH 的独立实体，领导“高风险，高回报的生物医

学和健康研究”。HHS 声称，成立该机构是拜登“为支持美国开展

雄心勃勃、且可能具有变革性的卫生研究而做出的新努力”。

三是加强在人工智能和量子等重点领域的决策咨询机构。例

如，人工智能方面，2018 年，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人工智能

国家安全委员会；2021 年，商务部成立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；2022

年，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成立五个工作组。为避免美国在人工智能

竞赛中落后，美国众议院议员建议成立“技术竞争力”委员会，由

副总统哈里斯领导，并且提议设立负责技术竞争力的总统助理办公

室，制定国家技术战略及调整政策和预算重点等。量子技术方面，

2020 年，成立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；2022 年，拜登签署一项总统

行政令，将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直接置于白宫权力之下。此外，美

国防部建立新兴能力政策办公室（Emerging Capabilities Policy

Office），负责为国防部研究和采办人员制定与人工智能、高超声

速等新能力有关的政策，帮助将新能力整合到国防部的战略、规划

指南和预算流程中，以加快新兴能力的部署。

三、未来调整方向

未来，美国政府为强化与中国科技竞争能力，或将继续对联邦

政府机构和运行机制做出调整。新美国安全中心（CNAS）就此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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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：

一是支持商务部。CNAS 认为，商务部当前职能无法支撑其执行

不断扩大的使命，应根据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的模式

进行重组；指定商务部为美国情报界成员，提高政府对执行国家技

术战略所需的经济，贸易和技术发展进行分析的能力；建立信息融

合中心，使商务部能更好地了解国内外的工业和技术趋势；扩大利

用现有的工业调查机构。对特定行业定期调查；下设立国防生产法

“第三章”办公室，监督与经济或技术竞争力有关的非军事项目。

国会应确保向商务部分配足够的财政和人力资源。

二是更新立法和法规，应对新的供应链和技术转让风险。国会

和行政部门应编纂和定制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行政命令 13873，

法律应授权商务部长审查、授予或阻止外国实体在美国销售信息和

通信技术及服务的许可证；更新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（IEEPA）

伯曼修正案，解决数据隐私和间谍威胁；为联邦研发资金接受者制

定最低网络和人员安全标准和要求；制定国家数据保护和隐私法。

三是简化技术政策协调和实施。技术政策决策的责任分散在一

系列政府部门和机构中。国会和白宫需要合作，确保建立有效的机

构间机制来协调和实施技术政策。建立技术安全协调小组（TSCG）；

创建一个框架和机制来制定优先决策；指定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

工业与分析办公室作为联邦政府外国公司风险信息中心；在国家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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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总监办公室内建立国家经济技术安全情报中心，主要职能应包括

集中和汇总与外国产业基础脆弱性相关的情报，跟踪国外新兴技术

发展，建立国外供应链和经济依赖性的“地图”。

四是建立专门机构启动、维护和扩大与盟国和其他志同道合国

家的协作技术关系。国会应在国务院设立技术合作办公室，该办公

室由一名技术部助理部长领导，将成为管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技术

伙伴关系的主要美国政府实体。

四、科技决策体系存在制约

国家技术战略的制定和落地，不仅需要远见卓识，更需要落地

流程和体系，并逾越实施中的官僚主义、法律和监管障碍。从这点

来说，无论未来怎样调整，美国体制和官僚体系具有的一些原生特

点，是其科技战略落地无法规避的掣肘。

一是政策连续性难以保证。美联邦政府已形成成熟运作的官僚

机制，新的治理体系架构很难打破既有模式，尤其是以总统行政令

形式形成的政策，未落实到立法层面，其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尚难

定论。美国总统任期四年一届，上任两年后，总统内政外交政策往

往要向有利于中期选举倾斜，其政策很容易追求形式，力求短期震

慑效应。例如，美新成立的“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”目前成员职

业履历大多为外交出身，使“网络空间治理”沦为美外交工具。

二是政策效率难以保障。美三权分立的制度设定，使得一些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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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政策落地程序繁琐，政策出台既受总统管辖，又受国会制约。同

时，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各自不同利益集团，在政策制定中都从自身

角度出发，需要双方不断协商、互相妥协，一来过程耗时，二来政

策出台时可能已变形。例如，美为遏华力推的《创新与竞争法案》，

参众两院法案之间部分重叠议题存在明显的愿景差异。虽然两院都

同意授权国家科学基金会大幅提高支出额度，但在优先事项上有显

著差异。参议院版本法案提出，5 年内投资 290 亿美元加强美在人

工智能、半导体、机器人等尖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，拨款 100 亿

美元建立 20所区域技术中心；众议院版本则更注重应对气候变化、

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，提出 5 年内拨款 133 亿美元

解决以上问题，拨款 70亿美元建立 10余所区域技术中心。参众两

院分歧导致法案进展缓慢，影响了拜登政府战略目标的落实。例如，

6 月底，英特尔宣布，因《芯片法案》仍具不确定性，补贴难以到

位，原定在俄亥俄州建设的芯片工厂将无限期停止开工。

此外，美官僚机构规模庞大，且兼具复杂性和分散性，导致一

些重要机构职能弱化。例如，OSTP 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战略领导作用，

而是扮演技术顾问角色；经济部门与国家安全机构运行割裂，国家

安全委员会在实际运营中更侧重军事与外交，而对技术与经贸关注

较少，影响其在涉及技术创新、经济治国等安全决策中的作用。

三是科技巨头影响较难平衡。当前，美国科技巨头壮大为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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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国的非国家行为体。根据 2022 年 4 月 28 日数据，以苹果、亚马

逊、谷歌为代表的美国头部科技公司合计市值超过 5.56 万亿美元,

每一家公司市值都超过了荷兰、瑞士、西班牙等国 2021 年 GDP 总

量。在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形成高度赋能的当下，技术已经成为影

响政治博弈、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，达到这种体量的科技巨头，对

美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难以简单估量。透视美当前针对科技巨头政

策，充分显示出拜登政府面对科技巨头时的两难境地。一方面，拜

登政府试图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反垄断调查，在一些关键岗位任命

以反科技巨头著称的相关人士负责反垄断工作；另一方面，美又希

望能够纳入科技巨头力量，在地缘竞争中为己所用。拜登政府对继

任兰德的首席技术官划定的条件，再次透露了这种既用又防的心

态。据悉，白宫希望首席技术官候选人有深厚技术知识、熟悉硅谷

生态系统，以便使科技公司在美科技体系中发挥最大效力；又不希

望首席技术官候选人和其家庭与科技巨头有利益关联。这导致首席

技术官一职长期空缺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科技战略的制定和推

进。

结语

当前，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，拟在中美间建立一种以

科技为核心的新型大国竞争范式。中美两国的这场世纪竞争，不仅

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制定能力，更考验两国的科技战略执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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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应对竞争，无论美国，还是中国，不仅要制定出目标愿景明确的

科技战略，更需要构建联通学术界、工业界的组织流程和政策执行

体系，方能用好政策杠杆，提升国家的技术、创新和经济实力，赢

得先机。

（作者简介：侯晓轩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

所研究一室，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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